远去的回声  聆听“鸣老”之鸣

——植物病理、病毒学家王鸣歧的故事

陈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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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校长，把曾任河南农业学院院长王鸣歧请来，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主任，那是1951年的事。与王鸣歧先生同辈的谈老、卢老等一大批学者教授都曾喜欢跟着“望老”后来对他的叫法，把王鸣歧的称谓改成“王鸣老”。校内外的学术老者，没有不知道复旦有个王鸣老，他发出的笑声犹如鸟鸣声：咯咯咯……

2006年是王鸣岐先生诞生100周年，他远离我们而去已有17年有余了。可我耳边常有他远去的回声。

“慎思”“笃行”  攀登高峰
“我己是八旬开外的老翁了，但生命不息，研究不止，我要把我所学的一切交给后来者，使后来者居上，同时我要告诉他们：在科学研究上聪明才智不可无，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毅力。只要我们为振兴中华着想，刻苦研究，就一定能够登上科学高峰！”

这是1985年王鸣岐先生给《河南日报》撰写“不到长城非好汉” 一文中的原话。也是他给后辈们最爱讲的人生感悟。

我第一次见到王鸣岐先生是1958年，他作为生物系主任来给新入学的学生致欢迎词。他又是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单独会见我们班上28个一年级微生物学专业的入门学子，我第一眼的印象，这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学者，是典型的筚路蓝缕，默默耕耘的教书先生。后来，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复旦大学生物系，有“八仙过海”之称实为“八大院长”组成的名师。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王鸣岐教学科研事业的人生格言。

王先生常说，他7岁在一所蚕桑小学就读，对养蚕栽桑乃至石榴树和无花果的生长发生极大的好奇心，想知道无花果为什么不开花会结果的奥秘。老师指出在学习上要“博学”、“慎思”、“笃行”的这些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1928年，进入河南大学农学院，专攻生物学，教室里贴的陶行知的“座右铭”——“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深深打动了他的求知欲望。4年的大学学习中，全是半工半读，1932年，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留任做植物病理学助教。

1934年，王先生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从事真菌生物学研究并获硕士学位，由于在栗黑粉菌细胞学研究上的创造性成果，导师赞誉他为“科学家”的“典型榜样”，并推荐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和真菌学会会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谢绝了导师的关怀和留校继续研究的建议，决定立即回国。在回国途中，他不惜耗尽自己平时节约的钱和导师赠予他的钱，访问20多个国家去会见80余名著名专家，他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之心，回到祖国,他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去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国家需要  我就大干
王鸣岐先生早期的学术研究侧重在真菌和植物病原微生物的病理学，结合种子保藏，开展粮食微生物学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华东地区农作物流行病大爆发，江浙沪等地稻、麦、玉米发生了矮缩病，逐年加重导致大流行。华东局科委和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陈望道校长又点名找这位农学巨擘王鸣老，请他出帅。
王老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他立即把自己的研究课题转向这场病毒病害.华东地区成立了稻麦玉米矮缩病的研究协作组，成员中由山东农学院,浙江农科所,浙江农大,安徽农学院,上海农学院,上海农科所等单位组成,他担任组长。王老先生老当益壮，带领队伍，下农村，赤脚下田，全力以赴。经过一年多时间，很快鉴定出新病毒是水稻黑条矮缩病病毒，并发现该病毒除危害水稻外，还能危害小麦和玉米，对症下药,提出了有效的防范措施。1965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稻、麦、玉米病毒病防治技术讨论会会议上，协作组编印了他领衔的课题组论文报告及参考资料，还印刷了一套供推广使用的《粮食作物病毒病防治》彩色挂图，他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称赞和农林部的表扬。

在他晚年谈到这段故事时，常眉飞色舞对我说：“有人说我是改行搞病毒研究，那是偏见。”“我们一家，祖孙三代，还是植病世家呢！”1989年，在北京的中国植物病理学大会，“我长子和孙女都在植物病理研究上有所贡献，相聚在同一次会议上”。“照相、录像都在哦”。说到这里又一次可听到他发出咯咯咯的爽朗笑声。孙女王海燕撰写的“爷爷——永远激励我奋进”一文，专门报道了他们三代人同参加群英会的细节。

在上海市植物病理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先后任上海植病学会理事长近40年”了。全场鼓掌，感谢他终身为农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筚路蓝缕  育人有道

凡见过王鸣岐先生的国内外学子，无一不说这是一位朴素无华，常年穿中式服装，治学严谨，和蔼可亲的长者。筚路蓝缕耕耘，言教身教育人，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师长。

我记得第一次给63届微生物专业的同学上“微生物学概论”课，他在课堂上讲的一个故事，大家终生不忘。故事讲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世界公认的一位发现微生物的鼻祖，路易斯·巴斯德（L.Pasteur公元1822-1895年），他在结婚的当天，想起自己的礼帽遗忘在实验室，在回到实验室的很短瞬间，突发奇想到一个科学灵感，思考着并想动起手来做起实验，完全忘记自己还要赶往教堂举行婚礼，待到家里人到实验室来找他，才恍然大悟应该与其未婚妻完婚。王老的故事余音未消，记得当时参加听课的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走上讲台评论说，巴斯德的科学钻研精神可嘉，按现在的想法巴斯德应该拉他的妻子进他的实验室一起完成试验后，而不是让妻子等在教堂里，因着急而生巴斯德的气。同学们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巴斯德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很值得学习和回味。

王老先生治学敬业，后辈学子们都知道他喜欢买书又藏书，他的书房、写字台均被书刊占用。他常说起抗战时，从美国学成归国，他转程欧洲，在美海运，寄了十六大箱书刊，不幸因战乱遗失，这是王老平时最痛心的事情。先生藏书，不完全为自己方便，也惠及别人，常赠原版书给学生阅读。他的研究生郑兆鑫,在《王鸣岐教授的教诲永记心中》的追思文章中说道：“我能在事业上取得一点成功，影响我一辈子的应该归功于王鸣岐教授对我的言教和身教”。”在60年代发表的极富创见的专著：Nature of life，是王先生要求我阅读的，通过阅读名著，激发了我对生命现象，分子生物学、病毒学的浓厚兴趣，促使我终生在这一领域学习和探索”。遗传学研究所的郑兆鑫教授秉承王鸣岐先生筚路蓝缕，默默耕耘,坚忍不拔的钻研精神，承担了国家开发口蹄疫O型基因工程的研究课题，奋斗23年，攻克口蹄疫病毒的许多难题，终于在2005年2月领取了“猪口蹄疫O型基因工程疫苗”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并荣获200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激动地说：“唯有王鸣岐先生坚持耕耘的老黄牛精神，才有我今天的科学新天地。”

老骥伏枥  余音永存

1987年，王鸣岐先生退休，我忘不了他退休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夜以继日，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忘我精神，他像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不松套。
在他晚年的最后两年里，我作为微生物系的主任常走进他家。第九宿舍门房工人常说，22号的老王爷房间的灯过深夜一点还亮着。严冬时刻他紧裹着丝棉袄，口吹出余热搓搓冻僵的右手，不停地书写。夏天他干脆赤膊上阵，左手拿着芭蕉扇，在写字台伏案阅读。已是耄耋之年为何如此这般？他回答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呀！时间不够我用啦”。确实当时的年代，国际上分子生物学快速发展的时期，他敏锐地察觉并担忧受国内条件的限制，病毒学研究怎样能快速赶上。退休后不久，他欣慰地告诉我，自己苦心经营的病毒研究室已后继有人了。他指的是中青年已接过他的班，他们领军的植物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正在努力追赶学科的前沿，一大批年轻学子也学成回国，挑起了重担。

1993年王老病倒了，他患的是多发性脑梗阻，可他头脑依然清醒，他一直惦记着自己还有3项工作没做完：继续进行香菇病毒病的研究；进行与控制植物病毒病有关的病毒基因工程研究，并要参与编写专著《共生生物学》。

有一天陪在旁边的老伴打电话说要找我，到他家后王老问我有没有办法到长海医院去，帮他买到医院内部尚在试制的治疗“脑梗”的“脑清素”等类新药。我通过军大的陆教授如愿以偿，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说：“我脑子不能坏，清醒着就好办”。1995年9月19日20时45分，王鸣岐先生病逝，享年90岁。他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自己还有三项工作尚未完成。老骥伏枥，“鸣老”的余音永存！

“鸣老”——我把复旦人的追忆传给您

王先生已远离我们17年有余，可在复旦聆听他回声的尚有不少同仁。2006年8月，由新香港年鉴出版社《王鸣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的出版文集中，汇集了不少复旦人，其中不少是王“鸣老”的学子：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兆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卢圣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德庆、原复旦大学病毒研究室郭惠民、朱孔生等深情地撰文，追思这位尊敬的“鸣老”先生。
请允许我摘录部分段落并传给王先生听听，也算我在文中再次表达对“王鸣老”的哀思。

周德庆：“1957年我大学刚毕业就进入王鸣岐教授的实验室工作”，“1958年王先生担任生物系主任，并兼任新组建的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他“通过创造机会、营造条件、多压担子、信任工作、指导帮助和鼓励表扬等方法，让我在较短时间内，在课堂教学、教材编写、科学研究、教学管理和社会活动等多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锻炼，”“至今，他那慈祥的脸庞和长者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卢圣栋：“我突然接到王鸣岐老师的小女儿桂兰姐自沪来电话：王老师已于是年9月19日谢世于上海华东医院。噩耗传来，我陷入悲伤之中。为悼念与祭奠这位默默奉献、两袖清风而去的中华大地之子，我彻夜未眠，终成一诗，寄托我对恩师王鸣岐教授刻骨铭心的哀思：

长歌当哭送吾师，恰是凄风苦雨时。

沧桑世事任评说，过眼烟云各为史。

只缘人心丰碑在，点点滴滴都是诗。

奈何秋风鹤展翅，吴刚嫦娥迎仙士。

郭惠民,朱孔生：“我们作为同王先生共事20余年的师生在此怀着深深的敬意，怀念我们的恩师王鸣岐先生。”“王先生是一个谦和、勤奋、朴实、诲人不倦的师长，王鸣岐先生桃李满天下，我们是1979年同时调入病毒室工作的，记得当时王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仍然每天手不释卷地阅读中外专业文献，了解专业的最新进展、紧跟本学学科前沿，因此他思想活跃，在病毒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搞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从分子水平上研究了不同TMV株系分子水平上的差异，研究TMV外壳蛋白的修饰，TMV重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我们病毒室在国内专业学会上进行了许多交流，得到与会者好评，还获得国内许多大奖。”

“王先生一生勤奋好学，为人师表，我们跟随他、学习他的好品德，我们深深怀念他。”

传承师德，聆听师诲，是我们对复旦精神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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